
一个全面生态种植的村庄
——四川多地农民合作社调研考察报告之二

李尚勇

【说明】该文的主要内容发表在《中国农民合作社》2015 年第 4 期，题目改为《合作社实现全面生

态种植的关键——以四川省新天地水稻合作社为例》。遗憾的是，编辑删除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内容。这

里是原始文稿。（该文是 2014 年初的考察报告，为保证期刊“首发”，故这里推迟发表。考察报告之一

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合作社》，此前已经发表。）

【内容提要】四川省简阳市双河村“全面生态种植”的成功出人意料。从 2010 起，该村在全村范围

内逐步推广绿色生态种植，全面拒绝化肥、农药、激素和除草剂。目前，该村绿色生态种植已经覆盖了

全村全部农产品品种和半数以上耕地。生态种植、绿色食品、合作社返利、社区活动和社区公共文化生

活，大大提升了该村村民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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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人类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弯路上。这主要表现为，人们抛弃

了对环境友好、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且成本低廉的绿色生态的传统农业，而代之以由“绿色革命”所

形成的“现代农业”（或曰“石油农业”）。这种所谓“绿色革命”以工业化为支撑，以大量技术、资

金和物质投入为基础，实际上就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农膜和转基因

手段，维持所谓“高产、高效”农业，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

又使得环境污染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持续恶化的趋势。在面上，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的数量和规模比城

市或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在点上，一些地方的农业源污染物指标甚至超过了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之

和。[1]在一些地区，单单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就使得地表水水质超过最低居民集中饮用水源地国家标

准（Ⅲ类水）[2]。

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恢复绿色生态的传统农业，但若干年来，许多学者的探索实践都遇到了有效治虫

防病难、除草难、土壤脱毒难以及大量减产的诸多难题，例如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和生态科学家蒋高明

教授。

然而，2014 年初，在我与熊航（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结伴调研考察四川多地的农民合

作社期间，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全面进行生态种植且成效显著的小村庄。这令我们眼前一亮，因为，

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全面生态种植的诸多难题在这里似乎有了（初步）答案。



一、农作物品种全面实现生态种植

这个全面生态种植的小村庄就是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双河村。该村距简阳县城 9 公里，沱江中游，龙

泉山东麓，平均海拔 400~580米，属于四川中丘陵地区。该村辖 9 个社，500余户，1720 人左右；耕

地面积约 1980亩，人均土地 1.15亩。该村是我国农村典型的半工半农模式，即家庭的年轻子女外出务

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同时照看孙子孙女。

该村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红薯、豆类小杂粮和蔬菜；山地种有柑橘、梨、桃、李、樱

桃和大枣等果树。在此基础上，每户养猪 1、2头，鸡 10只左右。

 

2009 年，东溪镇农技干部袁勇在乡村广泛宣传“生态健康文明”理念，积极倡导绿色生态种植。在

双河村，袁勇的宣传工作得到村干部的积极响应和配合。在向广大农户充分说明生态种植技术，并做了

一些实物展示和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后，2010 年 3月，由该村两位村干部（村主任和计生专干）出面动

员 70 多户农户组建了“新天地水稻合作社”。合作社从种植绿色、生态水稻入手，开始进行生态种植。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农户顾虑，近 40 年来，种地越来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和除

草剂，一下子完全拒绝这些所谓“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会不会出现大幅度减产。



在生态种植技术的有力支持下，为了彻底消除农户的顾虑，也为了以点带面，合作社组建伊始，即选

择在全村 3 个村民小组 70余户农户的水田里种植生态水稻，种植面积 70 多亩。令村民意外的是，生态

水稻并没有出现大幅度减产的现象，秋收测产显示，每亩减产仅 10%，约 100斤左右[3]。更重要的是，

生态稻谷（大米）[4]不仅绿色健康，而且销售价格差不多提高了 1倍（大米价格 4元／斤）。2010 年下

半年，合作社将生态种植扩展到油菜、小麦等品种，生态种植面积也随之扩大到 150亩。

2010 年秋收后，该合作社在村里举办了“生态新米品尝会”，邀请有关领导、新闻媒体和城镇消费

者与农民交流、联欢，以此开拓生态农产品市场。

此后，该村村民普遍接受了生态种植理念，2011 年末，合作社社员增加到 408户，占全村农户总数

的 81.1%。与此同时，合作社开始做玉米、红薯、蔬菜的生态种植试验，生态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到近

800亩，约占全村耕地的 40%。2012 年，他们开始做生态水果和大豆小杂粮的种植试验。这样，生态种

植就慢慢推广到了双河村传统种植的几乎所有农作物，在全村形成了农作物品种全面生态种植的局面。

据袁勇介绍，他们最初的目标是，“从 2010 年开始 5 年内全村完全杜绝农药、化肥、除草剂，但现

在看来可能需要 6 年时间。主要问题在于坡地的有机肥问题还没解决”。据村干部介绍，因为缺乏劳动

力，对丘陵矮山上的果树施用农家肥有困难，所以仍然还需要使用化肥。袁勇说，“我们正在试验旱地

作物、绿肥套作技术，以此解决旱坡地有机肥问题。目前可以说，农作物品种上全面推广了生态种植，

但面积上还谈不上‘全面’，实行生态种植的面积仅 1000亩，大概占全村总耕地的 50%”。

目前，该合作社管理团队已经形成了维护生态种植名誉的自觉意识，他们明确表示，将要拆除此前建

设的一个“大棚种植”设施（该项目由有关部门投资），因为它与生态种植的理念和要求相悖。

该合作社全面生态种植成效显著：一方面，它使全村村民吃上了绿色生态的健康食品；另一方面，全

面提升了该村生态农产品的价格。例如，2013 年，该村杂交稻大米卖到 6元／斤，价格提升了 3倍；常

规稻大米 8元／斤，价格提升了 4倍（常规稻可以自己留种，但单量比杂交稻低 100斤／亩左右）；红

米、黑米 10元／斤；菜籽油 10～12元／斤；生态猪肉 20元／斤。由于可供销售的产量有限且宣传工作

做得好，该村生态农产品在周边城镇就销售一空，有些品种甚至供不应求。（生态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

力投入，理因提高价格。同时，生态种植也可以容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减轻非农产业的就业压力。）

不过，该合作社的生态蔬菜还没有形成规模，一方面，他们投入的耕地有限（当地农户还是想优先解

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还在进一步摸索试验。目前，仅有小范围固定客户的生态蔬菜配送，价

格也还没有做上去。



二、生态种植的技术成果

2003 年，温铁军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因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而闻名的河北定州翟城村进行生态农业

试验，但停用化肥农药后的第一年，几乎绝收。那是一个“长满虫子的有机农业”，“西瓜只有拳头

大”。周边农民反映说，“你们的作物再不打药，虫子都（要）跑到我们地里来了”。4 年以后，他们的

60亩试验田，开始恢复生态环境。[5]

2006 年 7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了 40亩地，取名

弘毅，开始了他的生态农业试验。弘毅生态农场的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生

产力，彻底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等“六大害”技术，代之以绿色农家有机

肥、“秸秆—养牛—还田”，并通过作物倒茬、休茬和种植豆科牧草等实现“用地养地”，利用生态平

衡的方式，管理生物多样性，促进农业生态系统恢复。例如，在生长季节用诱虫灯捕获害虫，用捕获的

害虫养鸡，或者，直接在玉米田里养鸡养鹅，将害虫变成鸡鹅的饲料，鸡鹅粪便又成为田里的肥料，等

等。

试验前两年，弘毅生态农场的玉米小麦产量低于常规产量，严重时减产幅度达 40%~50%。蒋高明知

道，因“六大害”而严重退化的耕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生态修复。在他的生态试验中，这个时间大约为 3

～5 年。

到了生态试验的第 5 年（2011 年度），弘毅农场的生态试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农场单季产量小麦

480.5千克／亩，玉米 547.9千克／亩，年单位粮食产量达到 1吨／亩，这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单

产水平相当。不过，由于弘毅农场是“在全村最差的土地上进行生态农业试验”，“苦苦摸索了 5 年，

前后损失的经费达 20 多万元”。[6]

令人意外的是，“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生态种植虽然也有一个土地脱毒、单产减少的过程，但这个

过程似乎比弘毅生态农场要短一些，减产幅度也更少。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这与该村的地理环境、村

民传统生活方式、生态种植技术创新和全村整体阶梯式推进等条件有密切关系。

（1）该村属于丘陵地区，全村坐落在一个由丘陵环绕的相对封闭环境中。该村虽有一条小河从村边

流过，但近些年小河的来水越来越少，有时还会断流，所以，农业生产很少用到这条河的水。该村的生

产用水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塘堰蓄水和冬水田蓄水。这种“靠天吃饭”的耕作模式，虽然有风险，但却拒

绝了外来河流对耕地的污染。根据《人口困局》一书的资料，我国七大流域不能用于农业灌溉的劣Ⅴ类

水质占 29.7%。[7]

 



（2）村民传统生活方式。该村村民始终保持着我国乡村的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例如，村民的饮用

和生活用水取自地下水，在没有外来污染（其周边没有工业企业），且拒绝了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动

植物激素的情况下，地下水水质开始好转。当然，最典型的情形还是，村民全都保持着传统的炊事能源

形式，即做饭烧水除用沼气外，还用农作物桔杆和树枝作为补充燃料，且草木灰还田。因受益于国家的

农村沼气建设补贴政策，截止 2010 年底，该村农户家家都修建了沼气池。这一方面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可

再生能源，另一方面也为后来推广生态种植提供了必要的肥料与药剂来源。

为了不影响沼气池产气和避免污染，村民都知道，含有洗涤剂的废水不能倒进沼气池。与此同时，村

民拒绝用激素饲料喂猪，也避免了激素和其它添加剂对沼渣、沼液的污染，使其成为生态种植的“利

器”。

（3）该合作社生态种植技术创新是其生态种植成功的关键。这包括采用一系列综合措施治虫防病和

养地肥田两方面。

在治虫防病方面，他们全面规划并贯彻了“生物多样性”原则，尽量做到农作物品种合理搭配，坚决

杜绝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尽量保留杂草，除非杂草高度超过农作物高度并遮光；利用沼液治虫、防

病（对于水稻来说，开初基本上是“两周一次”高频度喷洒，到第 4 年，就只需要“一季喷两次”）；

安装频振杀虫灯、诱虫板、性诱剂除虫；适当调整（提前或推迟）播种期，以避免和常规生产同步，减

少病虫发生；逐步淘汰杂交种，优先挖掘选用本地常规自留种，并选择引进适合本地的常规自留种品种，

以增强农作物的抗虫防病能力。

蔬菜的生态种植对上述治虫防病技术的应用更为重要。2011 年，他们用 2亩地，以豇豆为主，做生



态蔬菜的种植试验。由于品种搭配比较单一、田地比较低洼，且当年雨水偏多，豇豆病虫害严重，产量

很低，算是失败了。2012 年，他们换了试验土地，并尽量采用当地老品种，然后多品种间作套种。结果，

病虫害明显减轻，减产幅度不大。当年只有白菜虫害严重，但没怎么影响产量。2013 年，他们在品种搭

配上又有所改进，产量也就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更为可喜的是，该年的白菜虫害非常轻。至此，他们

的生态蔬菜种植基本上成功。

在养地肥田方面，他们全面规划并贯彻了“以地养地”的原则，这包括：将免耕技术（用大量秸秆残

茬覆盖地表，将耕作减少到只要能保证种子发芽即可）从水稻，逐步推广到旱粮作物、蔬菜和水果；所

有作物的秸秆都尽量就地还田覆盖（除了油菜杆下部不容易腐烂的可作为柴禾外）；沼渣、沼液还田；

草木灰还田；野草还田（田边地角多种植本地香草和菊类）；冬闲田、果园、小麦均套作豆科绿肥；尽

量多施油枯（每亩可施 200斤，减少农家肥使用，以解决缺乏年轻劳动力的问题）；部分作物（如水

稻）施用人畜粪便；自制酵素改良土壤（采集本地未受污染的植物制作酵素，稀释后浇施或根外追肥）。

需要说明的是，该合作社生态种植技术创新直接受益于当地农技干部的直接指导，同时也受益于农科

院所的一系列生态种植技术（如四川农科院的生态水稻种植技术），而四川简阳东溪镇“乡镇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袁勇则是该村生态种植技术创新的设计者和指导者。

（4）全村整体阶梯式推进。该合作社从生态水稻种植入手，阶梯式全面推进生态种植技术，在 3 年

时间内，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和半数以上耕地，这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土地交叉“感染”的机会，

也减少了土地“脱毒”的过程，并因此而创造了在严重生态失衡耕地上大面积快速恢复生态的奇迹。

当然，该村目前生态种植的耕地都是村里最好的耕地，这是蒋教授的弘毅生态农场所没有的优势。蒋

教授的实验农田是村里最差的地块，他们用了 5 年时间，耗资颇多，才将这些土地“脱毒”、“种熟”，

使之成为“吨粮田”。若将蒋教授的生态种植技术用于优质耕地，其生态种植转换的时间肯定也会短一

些。

三、合作社盈得了农户的广泛认同

目前，除了极少数全家外出打工的农户外，双河村在家的农户都加入了“新天地水稻合作社”。总起

来说，该合作社已初步构成了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框架。

（1）保持了社员家庭经营。社员的承包土地不入股，且享有承包经营自主权，能够自主决定自己承

包土地上的种植经营相关事宜。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剩余农产品可以出售给合作社，并能够依其出售

数量从合作社享受到“二次返利”。

（2）社员必须按照合作社生态种植的技术要求进行生产管理（其中也有“品种合理搭配”的种植要

求）。这样做，首先保证了全村有一个生态种植的大环境，同时也让农户自身消费上绿色生态农产品，



当然也就保证了农户出售给合作社的农产品具有绿色、生态的品质。

（3）合作社为社员提供服务。这包括，合作社统一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统一提供生态种植技术，统

一育种育秧，统一进行（必要的）治虫防病，统一收购农户的剩余农产品，统一加工销售。

（4）合理收取有偿服务费。在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中，有一部分是有偿的，比如，育种育秧、

治虫防病。为此，合作社规定，社员每年向合作社交 110斤黄谷，作为有偿服务费用。这些黄谷实际上

成为合作社统一加工销售的主要农产品。

（5）合作社基本上是“非盈利经济组织”。例如，合作社先按高于市场价 1倍多的价格（杂交稻

2.5元／斤、常规稻（自留种）3元／斤）收购社员的黄谷，再于统一加工销售后按社员与合作社的销售

数量返利 0.5元／斤。该合作社管理人员解释说，为了提高广大社员种植生态农产品的积极性，合作社的

盈利基本上都通过“二次返利”返还给了农户，目前合作社甚至都还没有提留公共积累。

（6）到目前为止，合作社管理人员都没有在合作社领取报酬。该合作社的绝大多数管理人员由村干

部担任，他们有一份行政职务补贴，而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管理人员则完全没有报酬。（下一步，待合

作社有经济能力时，应该考虑为其管理人员发一份津贴，哪怕开始津贴微薄。）

（7）该合作社幸运地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这包括，简阳市相关部门提供的

一些经费，四川省农科院土肥所研究人员用课题经费支持生态种植的培训、外出参观和农产品推广等活

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社区伙伴（PCD）等机构为该合作社提供的免费学习培训的机会。

此外，该合作社还采取土地流转方式（租金 600元／亩），将几户全家外出打工农户的承包土地进行

统一经营（耕种、管理、收获、加工、销售），这有些类似于“租地农业公司”的经营模式。不过，目

前它的制度定位并不明确。

其实，农民合作社的制度设计是能够容纳这类“准农业公司”的。条件是，（1）它只能作为合作社

内部的“准公司”（亦可叫做“生产部”），其组织机构、资产财产相对独立；（2）这些内部“准公

司”可以按照股份制经营模式运作，独立进行经营管理，并实行单独财务核算；（3）其可分配盈利应该

转移到合作社财务报表中，由全体社员按一定规则分享。

毫无疑问，农民合作社内部的这一“准公司”的存在，为合作社向其管理人员发一份津贴提供了一个

现实的解决方案。

当然，目前农产品比价低下、人均仅 1亩左右耕地的现实，决定了农户在其承包土地上的收入不可能

维持生计，所以中青年农民都选择外出打工（笔者在四川多地农村调研考察期间，很少看见青壮劳动力

务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在农户增收方面所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也就是，尽可能地为农户降



低生产成本，尽可能地将加工和流通领域的一部分利润“拿”回来。但这些利润并不足以大幅提升农户

的收入水平，除非国家大面积推广生态种植并迫使农产品比价大幅度提高，或者国家大力支持农民合作

社将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大部分利润“拿”回来。

四、村民“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目前的农村衰败明显，青壮年劳动力迫于生计，远走他乡，外出打工谋生，老人和儿童成为农村的主

要“常住人口”，农村因此而越来越呈现出“空巢”景象。双河村就是典型的空巢村。由于缺乏劳动力，

老人们种地越来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和除草剂。然而，他们并没有从这些所谓“现代

农业生产要素”中获得更多收益。相反，大量施用化肥使食品品质变差；大量使用农药，不仅毒化了土

地、水流和农产品，而且也直接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健康（如喷药）。但问题的吊诡在于，如今种地似乎

离不开化肥农药，而且用量还越来越多，不然，减产就是必然的后果。

“新天地水稻合作社”的生态种植实践改变了上述看似“真理”的“现实”。真实的绿色生态农产品

终于使村民们有了回忆，40、50 年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粮食、蔬菜、水果更好吃，对自己和家人

也更健康。与绿色生态种植相比，化肥农药的大量负面效应其实曾经让他们损失了更多的东西。

此外，由于生态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劳动力缺乏，他们目前的有机肥用量还比较少），生态农

产品有更高的价格，因而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能够吸引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村就业，农村的

衰败有望被遏制，“空巢”家庭也有望减少。

目前，在双河村，绿色、生态、健康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带来的明显变化是，村民参与社区活

动的积极性大增，该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其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全面推广生态种植，该合作社管理团

队（同时也是村里的行政管理人员）赢得了广大村民的充分信任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合作社成立了农

民田间学校、生态种植兴趣小组、老年协会、妇女协会、文艺表演队等村民组织，并在重阳节、青年节、

中秋节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开展了一系列交流会、讨论会、文娱表演和传统文化教育等活动。

虽然，从制度建设理论和更为规范的角度来说，这些村民组织和社区活动，应该由该村的行政机构

（如村委会）来组织，合作社可以通过向其提供资助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毕竟，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定

位仅仅是合作经济组织。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该合作社组织的这些活动明显增强了合作社的凝聚力，

提升了村民素质，丰富了社区公共文化生活。

在笔者调研考察期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生态种植、绿色食品、合作社返利、社区活动和社区公

共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他们甚至为此而自豪。

笔者因此感叹：我们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就是看不得农民、牧民、山民的低成本、绿色、

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总认为他们落后、保守、不开放；总想把这些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赶尽杀绝”，



以便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所谓“现代化”、“城镇化”的“宏伟规划蓝图”之中。殊不知，这是非常错误

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是轻视人类丰富的创造力，无视人类多元的文明，明显带有某种非常恶

劣却又难以言说的偏执和狭隘（其背后往往暗藏私利）；他们骨子里把“美国式现代化”看成是发展方

向，把高楼林立看成是“现代化”的标志，把汽车拥堵看成“现代生活方式”，其结果，正如李尚勇在

《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年 1月）一书的描述那样：“我国资

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

然而，关系根本的基本法则是不容亵渎的：正像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一样，人们的生活方

式多样性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

 

 

（说明：笔者在双河村的调研得到了四川简阳东溪镇“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袁勇和双河村“新天地

水稻合作社”理事会和村民的热情接待，本文的数据资料主要由袁勇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2014 年 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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